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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入学门槛与儿童留守

陈媛媛　傅　伟＊

：本文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双
重差分的方法，检验２０１４年后城区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
对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１）２０１４年后特大城市农村流动
人口子女留守的概率显著增加；（２）机制分析的结果发现，农村流动人口子女
留守概率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门槛提高导致的，留守概率的增
加主要集中在来自低技能低收入家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尤其是入学年龄
的儿童。

：儿童留守；人口调控政策；入学门槛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３．０１．０６

一、引　　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快速进展，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根据国家统

计局２０１５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目前流动人口 （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已高达２．７７
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２０％。流动人口子女规模也空前庞大，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２０１５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报告，以２０１５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城乡流

动儿童已达３　４２６万；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超过６　８７７万，两者加起来占全国儿童的４０％。

流动人口子女是我国未来实现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人力资源，是解决我国

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给我国原有的以户籍

制度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如何解决好他们的教育不仅直接关系到当

前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也关系到未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大局。自２００１年中央政府颁布
“两为主”的指令以来，流动儿童在城市的教育问题有了显著的改善，公办学校就读比

例随之稳步上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关于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

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部分，也把 “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放在第一

条的位置，表明了政府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根据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５》，人口流动城城转移进入上升趋势，

特大城市吸纳流动人口的数量和人口聚集的态势进一步增强。大量的人口涌入给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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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特大城市高污染、高房价、高拥堵等 “城市

病”日益凸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确了要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随之特大城市地方政府开始多方位采取措施进行人口

疏导，包括外迁各类批发市场、拆除违章建筑、关停街边店铺等，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

也随之提高。同时，入学门槛的提高是技能偏向的，其主要影响的是低技能流动人口子

女在流入地的入学权利，然而，低技能劳动力在权衡城市之间的收入差异后，往往无法

为陪伴子女而放弃特大城市的工作机会。由于特大城市存在收入溢价，农民工更倾向于

留在特大城市 （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当落户门槛或者入学门槛提高时，低技能劳动

力可能会选择自己留在城市，让子女留守 （魏东霞和谌新民，２０１８；吴贾和张俊森，

２０２０）。因此，如果提高入学门槛的政策不能有效地疏导低技能劳动力离开城市，而只

是改变其子女随迁的决策，导致儿童留守比例的增加，最终将会降低我国人力资本的长

期积累，不利于我国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和可持续性发展。

很多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由于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

问题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ｕｃｈｉ，２０１７）。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发现父母的迁移降低了孩子数学成绩的排名，且这种影响随着母亲的迁移更加

明显。Ｓｈｅｎ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利用ＣＦＰＳ的数据，发现母亲迁移对子女主观心理健康

的负面影响显著，独自留守对男孩的负面影响更显著等。同时，从城市返乡的儿童面临

更多的心理压力，无法适应不同的学校环境、新的同学和不一样的教材体系和教学模

式。Ｋｏ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通过对３９名返乡流动儿童的采访发现，返乡流动儿童无法将在迁

移地获得的优势转化为在老家学校中学业上的成就。陆伟等 （２０１７）也发现回流儿童是

农村学校中最弱势的群体，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欺凌、出现心理压抑与失眠等问题。

本文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比较２０１３年城区人口超

过５００万的１１个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在政策前后，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率的

变化。我们发现２０１４年以后，与其他城市相比，特大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

率显著增加，与单方父母分离的留守和与双方父母分离的独自留守的概率都显著增加。

本文进一步探讨影响儿童留守概率增加的机制，发现主要是由于特大城市义务教育阶段

入学门槛提高导致的，儿童留守概率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低技能低收入的家庭和义务教育

阶段的儿童，尤其是入学年龄的儿童。

此外，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仅包括当年正在各个城市的流动人口样本，我们的实证结

果可能会受到由于家长流动而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如果入学门槛的提高本身导致成

年流动人口迁移决策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儿童留守的比例增加。比如由于特大城市入学

门槛的提高，使得不愿意与子女分离的流动人口选择离开特大城市和子女一起迁移到入

学门槛较低的中小城市或者回到农村老家，这也会使特大城市现有的流动家庭的子女留

守比例相对于其他城市上升。为排除这个可能性，我们进行了两个检验：（１）特大城市

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在２０１４年前后是否在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上发生变化，如果人口

调控政策导致父母迁移，那么特大城市的常住人口相对总量会有所下降，同时流动人口

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会减少。但是，实证检验并没有发现特大城市常住人口相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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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年流动人口的技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２）把样本限制在流入地城市移民时间超过

一定年限的流动人口，检验在政策前就迁入各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迁移的决策，结果仍

然稳健。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第一，从政策含义上看，一方面，国务院２０１６年公布了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

象。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儿童留守与流入地城市接纳流动儿童教育的制度有着密切的关

系，因此减少儿童留守的现象应该着重从流入地城市着手。另一方面，本文同时也论证

了入学门槛的提高本身在调控成年人口流动中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该结论为未来相

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与依据。第二，从文献的贡献上看，目前关于移民限制

政策影响的文献主要讨论国际移民限制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可

能会导致犯罪率的提高 （Ｍ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ｘ，２０１４），增加儿童贫困率和医保参与率 （Ａｍｕｅｄｏ－
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ｐｅｚ，２０１５；Ａｍｕｅｄｏ－Ｄｏｒａｎｔ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但是对于国内不同城市之间

移民限制政策的影响研究的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为这支文献做了重要的补充。第三，

从实证研究的识别上看，很多研究都利用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研究儿童留守的问题 （魏东

霞和谌新民，２０１８；杨娟和宁静馨，２０１９），但是都忽略了使用该数据可能有样本选择

性的估计偏差，本文提出并修正了这类偏差。

二、政 策 背 景

（一）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变化及特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

这一节将分三个阶段讨论城市接纳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变化，并介绍特大城市２０１４
年以后的人口调控政策。

第一阶段是２００１年以前，流入地城市政府承担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责任并没有明

确的界定。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预算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且不能在城市之间流动，地方

政策的教育预算主要服务于当地户口的儿童。因此，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儿童没有享受

当地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需要交纳高昂的借读费用，并提供相

应的证明资料，加上学位额度的限制，大部分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为满足

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基于市场需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到２１世纪初，农民

工子弟学校在教育城市流动儿童方面发挥了比公办学校更重要的作用。根据韩嘉玲
（２０１７）统计，２００１年北京和上海的流动儿童分别有８７％和５５％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

读。当时，农民工子弟学校以营利为目的，教育质量很差，并且由于这些学校在我国教

育体系中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经常面临着被关闭和改变地点的状况。２０００年以后，随

着社会各界的捐助和地方政府补贴的增加，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实质性

的改善。尽管如此，农民工子弟学校和他们的学生仍处在 “体制之外”，面临的基础性

制度障碍仍一直存在。

第二阶段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中央政府颁布指令，要求流入地城市承担流动儿童义

务教育的责任，并要求以公办学校作为招收流动儿童的主要渠道。逐渐地，流入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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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制定公办学校招收流动儿童的相关政策，一些城市允许有居住证明和合法工作的流
动人口子女进入附近尚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比例随之逐
步上升，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全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校
生１　２４９．７万人，其中７９．５％在公办学校就读 （徐晓新和张秀兰，２０１６）。２０１２年，中
央政府发布了指令，要求地方政府不但要承担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在公办学校招收流
动儿童，而且当地政府应当在教育计划和财务预算中纳入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在流入地
的义务教育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由于异地中高考的限制，流
动儿童的入学和升学问题仍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自２０１２年中央政府发布指令允许
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城市参加中考或者高考，超过一半的省级政府在２０１３年开始实施相
关政策。但是，不同省份对于流动儿童参加异地中高考的资格要求有很大的差异，而且
这些要求大多数流动儿童难以满足，尤其是来自一般或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吴霓和朱
富言 （２０１６）建议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进一步深化中考和高考制度改革，让公
共的教育资源更好地适应流动儿童的需求。
第三阶段是２０１４年以来，特大城市开始实施人口调控政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确了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
路，随之特大城市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人口调控的措施。各大城市在 “十三五”规划中提
出２０２０年人口目标，把控制人口规模作为城市治理与规划中的重要任务，并提高了公
办学校的入学门槛。与此同时，许多研究发现２０１４年留守儿童的数量有所增加。魏东
霞和谌新民 （２０１８）使用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估计，全国农村留守的儿童的规模从２０１３
年的２　３３７万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２　４０８万，２０１５年达２　５３３万。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ｎ（２０１８）利用
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１８岁以下的子女总量下降了１５０
万，但儿童留守的人数增加了１０万；其中北京和上海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留守的概率均
增加了６．１％。

（二）特大城市入学门槛的提高

这一节将着重讨论２０１４年前后特大城市入学门槛的变化，以北上广深等城市的入
学门槛的变化和其农民工子弟学校体系为例阐述入学门槛提高的具体措施。以北京为
例，北京２０１３年流动儿童有７７％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其他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２０１４年以后，从各区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文件梳理可以看出，流动儿童进
入公办学校的门槛提高了，各个区从不同程度上对入学要求的 “五证”有了更严格的定
义 （赵晗与魏佳羽，２０１６）。不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原本可以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
读，但是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有一半是政府未审批的。这些学校在２０１４年以后由
于政策变化和各地区的拆迁拆违，很多学校已经被关闭或面临随时被关闭的风险。因此
整体来看，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难度都增加了。
相应的，上海公办学校的入学门槛也有所提高，从２０１４年开始，义务教育阶段的

入学门槛从原有的 “临时居住证”提高到父母一方需要有 “居住证”或者需要有连续两
年的 “灵活就业证”。截至２０１４年，上海流动儿童有７８％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其他在民
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但是，上海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北京有所不同。上海自

２００８年以后，所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全部转为民办教育，其所有费用完全由政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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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同样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Ｆｅｎｇ，２０１７）。

２０１４年公办学校入学门槛的变化同样也适用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意味着不符合新
入学门槛规定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既不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也不能进入农民工子弟
学校就读。

广州与深圳公办学校的入学门槛也有所提高，对入学积分的要求相应上升。广州与
深圳超过一半以上的流动儿童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广州与深圳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都
是合法的，并且是相对市场化的运营，进入这部分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家庭需要自己承
担学费。由于公办学校门槛提高而不能入学的流动儿童可以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

但民办学校的学位扩张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进入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竞争程
度增加。不过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可以吸纳大量的流动儿童入学，因此总体上广州与深
圳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相对没有北京和上海那么严峻。

其他人口超过５００万的城市情况比较类似，以南京、武汉为例，公办学校的门槛也
相应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数量减少。根据作者对各大城市公办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
校长的采访，这些城市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上并没有北上广深那么严格，在公办学校仍有
剩余学位的时候，学校在招生的实际操作上会有不同程度的放宽。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描述

（一）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特大城市入学门槛变化对于儿童留守的影响，我们采用双重差分 （ＤＩＤ）

的实证分析框架，具体模型设置如式 （１）所示：

ｌｅｆｔｉｔｃ＝β０＋γ１ＬＣｃ×Ｐｏｓｔｔ＋β１Ｘｉｃｔ＋β２Ｚｃｔ＋θｔ＋λｃ＋εｉｃｔ. （１）

这里，ｌｅｆｔｉｔｃ表示在ｃ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ｉ在ｔ年被留守的虚拟变量，ＬＣｃ 表示特
大城市的虚拟变量，２０１３年 （政策执行前最后一年）城区人口超过５００万的１１个城市

是实验组 （特大城市），其他城区人口大于１００万的城市为控制组 （其他城市）。Ｐｏｓｔｔ 表

示人口调控政策执行以后的虚拟变量。系数γ１ 是ＤＩＤ的估计值。Ｘｉｃｔ代表儿童个人特征

和家庭背景特征的向量，Ｚｃｔ代表城市随着时间变化的向量，参见表１注释。我们还控制

了流入地城市的固定效应λｃ 和年份固定效应θｔ。考虑到同一个城市内，流动人口个体受
同一政策影响，其决策具有相关性，模型采用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使用ＤＩＤ的分析方法，需要验证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趋势。我们依据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８）的方法，把政策执行的前一年 （２０１３）作为默认年
份，其他的年份均作为虚拟变量和特大城市做交互项放入回归，检验特大城市和其他城
市在政策执行之前的任意一年中，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概率是否存在差异。如果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２年的交互项前面的系数不显著，代表特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在人口调控
政策执行之前，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概率不存在趋势上的差异，那么主要政策后年份的

回归系数γｊ（ｊ≥２０１４）反映了人口调控政策的影响。具体如模型 （２）所示：

ｌｅｆｔｉｔｃ＝β０＋ ∑
ｊ≠２０１３

γｊＬＣｃ×１　Ｙｅａｒ＝ｊ｛ }＋β１Ｘｉｃｔ＋β２Ｚｃｔ＋θｔ＋λｃ＋εｉｃ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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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ＣＭＤＳ）。该数据覆盖全国３１个省 （区、市）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
地城市，是关于流动人口样本量最大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集。需注意的是，流动人
口监测数据是以家庭为样本进行抽样的，不包括在单位集体居住的流动人口，因此，本
文的主要实证结果是基于以家庭居住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情况。城市层面的变量数据
来源于 《中国城市年鉴》。
在基准分析中，我们将样本限制在２０１３年城区人口数量超过１００万的６９个城市，

这是因为人口数量更少的城市中流动人口在ＣＭＤＳ中的样本量少，可能影响样本的代表
性。其中城市人口２０１３年超过５００万的１１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
津、重庆、南京、东莞、武汉、沈阳和郑州，这些城市都受到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政策的影
响。从政策变化的时间上看，由于入学门槛的变化是从２０１４年开始的，ＣＭＤＳ数据

２０１４年的调查月份是５月份，这时政策已经出台，尽管新学期在９月份开学，但仍不排
除有家长提前安排子女的就学而发生迁移。因此，本文主要结果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３为政策
之前的年份，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为政策后的年份。
对于流动人口的样本，本文聚焦于父母均为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家庭户主年龄

２２—５５岁、教育水平低于大学毕业的样本。同时，本文只包括在流入地城市超过一年的
流动人口，因为短期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还不稳定。对于儿童样本，由于入学门槛
的政策更多会影响到学龄的儿童，因此样本限制在年龄６—１５岁。６岁以下儿童可以选
择留在家中或者送到非正规的托管处，而１６周岁以上的孩子基本已经完成九年义务教
育，已经可以合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政策发生变化，家长可能会选择让子女直接进
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可以不受到入学政策的影响。
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是儿童是否留守的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儿童不与其被访问的

家长住在同一个城市，该变量取１，否则取０。因此本文儿童留守指的是儿童不与一方或
者双方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的情况，这个儿童有可能住在老家城市或者住在其他的城
市。１后文也将使用民政部２０１６年给出的留守儿童定义，即独自留守，如果儿童不与双方
父母同住在一个城市，该变量取１，否则取０。
图１刻画了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比例在两类城市之间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６年的变化趋

势。特大城市每一年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概率都比其他城市更高。２０１４年以前两组城市
在趋势上并没有显著差异２，２０１４年之后，特大城市儿童留守的概率出现了逆转，留守
的概率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３４６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３６０，之后继续上升，２０１５年达到最高点

０．３９３，２０１６年略有下降但仍高达０．３７７，而其他城市该比例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几乎不变，
仅在２０１５年略有所增加。

１ 根据２０１８版 《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流动儿童中有１　８８４万不能和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留守儿童。
２ 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率在２０１２年出现上升，到２０１３年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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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比率的时间趋势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１比较特大城市与其他大城市，在２０１４年实行人口调控政策前后，农村流动人口
子女留守概率的变化。第 （１）—（３）列汇报了模型 （１）的回归结果，在第 （１）列中仅
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ＤＩＤ的系数显示，与其他城市相比，特大城市在政策之后流动人
口子女留守的概率显著增加了１１．５个百分点。第 （２）列控制了一系列儿童、家庭和来
源地省份的固定效应后，结果仍一致。考虑到流入地城市的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
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会影响家长是否让子女随迁的决策，第 （３）列中增加控制了
流入地城市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和城市固定效应，ＤＩＤ的系数为０．０４，在１％的水平下显
著。根据魏东霞和谌新民 （２０１８）的估算，本文１１个特大城市农村留守儿童２０１４年的
总数量为９６６．１１万，这些城市政策前儿童留守概率为０．３６４，在假定留守儿童比例在两
组城市政策前具有平行趋势的情况下估算，特大城市的儿童留守总量增加了１０６．１６
万人。
为了检验共同趋势并评估政策影响在时间上的变化，第 （４）列中控制了特大城市

与２０１３年的交互项，结果显示该系数不显著，表明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在政策前没
有趋势差异。第 （５）列汇报了模型 （２）的回归结果，特大城市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的交
互项都不显著，这表明在政策执行之前，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儿童留守的概率并没
有趋势上的差异。在政策后的三年中，特大城市儿童留守的概率均比２０１３年有显著
上升，２０１４年该比率上升了２．２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２０１４年样本是在５月份调查
的，原来的学期还没有结束，因此很多家庭还没有让子女留守，政策的影响没有全部从
数据中呈现。到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政策的影响系数有了显著上升，达到５．３和５．０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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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儿童留守的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儿童留守 （１） （２） （３） （４） （５）

特大城市×Ｐｏｓｔ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特大城市×２０１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２）

特大城市×２０１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８）

特大城市×２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特大城市×２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特大城市×２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特大城市×２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城市特征变量 — — 是 是 是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 — 是 是 是

儿童特征变量 —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 是 是 是 是

来源地省份固定效应 —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政策前对照组因变量均值 ０．２６４

政策前实验组因变量均值 ０．３６４

调整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５

样本数 １７１　３４１　 １７１　３４１　 １７１　３４１　 １７１　３４１　 １７１　３４１

城市数 ６９　 ６９　 ６９　 ６９　 ６９

　　注：（１）儿童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户主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

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独生子女家庭、二孩家庭、户主在ｃ城市移民的时间、家庭收入的对数；城市特征变量包
括城市的平均年工资水平，第二、三产业分别占ＧＤＰ的比重，每万人本科毕业生的比例，城市人均的财政支出以及
城市房地产投资 （ｌｏｇ）。（２）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３）以下所有表格如无特别说明均适用本注释。

２０１６年民政部公布了新的留守儿童定义，即不与双方父母同住，或者一方外出另一
方无监护能力的１６岁以下的儿童，按照这个定义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总人数为９０２万。
不与双方父母同住对于子女成长的负面影响比一方留守更为严峻，因此表２分别估计了
儿童与一方父母留守和儿童独自留守的回归结果，总体上与表１一致，表明与其他城市
相比，特大城市在人口调控政策后，流动人口子女无论是与一方父母留守还是独自留守
的概率都显著增加，且在政策执行前两类城市在儿童留守的比例上没有显著差异。同
时，儿童与一方父母留守概率的相对增加意味着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也提高了夫妻分
离的概率，第 （３）列将因变量改为夫妻分离，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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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儿童不同留守类型与夫妻分离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儿童与一方父母留守 儿童独自留守 夫妻分离

（１） （２） （３）

特大城市×２０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特大城市×２０１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特大城市×２０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特大城市×２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特大城市×２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儿童特征变量 是 是 —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来源地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政策前对照组因变量均值 ０．０６７　 ０．２２１　 ０．０６５

调整Ｒ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１

样本数 １２９　４９０　 １６１　６４７　 １３８　１９８

城市数 ６９　 ６９　 ６９

　　注：（１）第 （１）列中删除儿童独自留守的样本；第 （２）列中删除与一方父母留守的样本；第 （３）列以家庭为样
本，如果一对夫妇有多个子女仍作为一个样本，样本包含有５—１６岁孩子，并满足数据描述中家庭特征条件的夫妻。

（２）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二）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中的结果显示特大城市在２０１４年以后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概率相对于其
他城市增加了，但是２０１４年前后这些城市也同时发生其他的变化。同时，城区人口超
过５００万的城市都面临人口调控的政策，而人口调控政策中除了提高流动儿童的入学门
槛以外，还包括产业转移、拆除违章建筑、关停街边店铺等一系列人口疏导的措施，因
此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否是入学门槛提高导致的需要进一步验证。
第一，特大城市的一系列人口调控政策，包括入学门槛的提高都是技能偏向的。人

口调控政策旨在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优化人口结构、减少低技能流动人口的数量。因
此，如果是人口调控政策的影响，那么低技能水平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概率会增加得
更多。表３中将流动人口按照教育和收入水平来进行技能分类，结果证实流动人口子女
留守概率的增加是技能偏向的。父母教育水平低于高中的子女留守概率在２０１４年以后
所有年份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增加了，而高中及以上组的政策后年份的系数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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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４）列以家庭月收入是否高于流入地城市的样本均值为标准进行划分，结果显
示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现象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的家庭。这主要是因为低技能低收入的家
庭通常更难缴纳社保或者有合法的租房合同等，因此更难满足入学门槛的要求，其子女
留守的概率也更高。

第二，特大城市入学门槛的变化，主要影响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如果儿童留
守概率的增加是由于人口调控政策中除入学门槛的其他政策引起的，那么儿童留守概率
的增加应该与年龄无关。表４中将样本按儿童年龄分为４组，学前 （３—５岁）、小学
（６—１１岁）、初中 （１２—１５岁）和初中毕业以后 （１６岁及以上）。结果表明小学阶段的
儿童，特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概率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都显著增加，初中阶段儿
童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显著增加。这说明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率的相对增加是
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门槛的提高导致的。

表３　父母技能水平与子女留守概率

　因变量：儿童留守

　分组：

户主教育水平 家庭月收入

高中及

以上

高中

以下

高于所在城市

样本均值

低于所在城市

样本均值

（１） （２） （３） （４）

特大城市×２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３）

特大城市×２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特大城市×２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特大城市×２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特大城市×２０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儿童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来源地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政策前对照组因变量均值 ０．２５８　 ０．２６５　 ０．２２７　 ０．２８０

调整Ｒ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６４

样本数 ２８　４５２　 １４２　８８９　 ４９　１９１　 １２２　１５０

城市数 ６９　 ６９　 ６９　 ６９

　　注：（１）本文依据ＣＭＤＳ数据计算出城市家庭月收入均值。（２）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示ｐ＜

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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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留守概率的变化情况

　　因变量：儿童留守

　　儿童年龄分组

学前阶段 小学教育阶段 初中教育阶段 初中毕业

（３—５岁） （６—１１岁） （１２—１５岁） （１６—１９岁）

（１） （２） （３） （４）

特大城市×２０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特大城市×２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特大城市×２０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特大城市×２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特大城市×２０１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儿童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来源地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政策前对照组因变量均值 ０．２５２　 ０．２４８　 ０．３０２　 ０．３８７

调整Ｒ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４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８

样本数 ６５　７７８　 １２３　６５４　 ４７　６８７　 ５４　７１８

城市数 ６９　 ６９　 ６９　 ６９

　　注：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第三，由于本文的基准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城市政策变化引起的，如２０１２年中
央政府发布了指令，要求地方政府应当将流动儿童纳入教育计划和财务预算，如果其他
城市实行该政策并且政策有一两年的时滞效应，那么基准回归的结果可能是其他城市的
政策变化所致。因此，我们分别检验特大城市内部和其他城市内部的变化。考虑到入学
门槛的提高影响更多的是中小学入学年龄的儿童，表５第 （１）、（２）列把样本限制在特
大城市内部，第 （３）、（４）列将样本限制在其他５８个城市，两组都将中小学入学年龄的
儿童 （５—７岁和１１—１２岁）作为实验组，其他年龄儿童作为控制组。结果显示，无论
使用政策前后的差异还是每年的交互项估计，只有特大城市在入学年龄与非入学年龄的
儿童间存在差异。因此，基准回归的结果主要是特大城市的入学门槛提高所致，而不是
其他城市政策变化的结果。

最后，我们还检验了污染、房价、高铁以及农村教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基准结果
仍然稳健。由于篇幅限制，未做具体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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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入学年龄与非入学年龄的儿童留守概率的变化差异

特大城市儿童样本 其他非特大城市儿童样本

（１） （２） （３） （４）

入学年龄×Ｐｏｓ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入学年龄×２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入学年龄×２０１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入学年龄×２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入学年龄×２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入学年龄×２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儿童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来源地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政策前对照组因变量均值 ０．３２８　 ０．２４９

调整Ｒ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样本数 １０３　４５４　 １０３　４５４　 １９１　９４４　 １９１　９４４

城市数 １１　 １１　 ５８　 ５８

　　注：（１）样本包括０—１５岁孩子，其中５—７岁、１１—１２岁孩子为入学年龄。（２）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

准误；＊＊＊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三）政策力度的差异

在特大城市内部也存在政策力度的差异。首先，北京、上海由于其特殊的农民工子
弟学校体系，导致公办学校门槛提升后，不符合要求的儿童无法通过农民工子弟学校来
解决就学问题，其 “教育控人”力度也更大。表６第 （１）列将北京、上海作为实验组，
其他特大城市作为控制组，ＤＩＤ的结果显示北京、上海相对于其他特大城市在２０１５年
和２０１６年儿童留守概率有了显著增加，且系数在２０１６年有了进一步上升。这是因为

２０１６年北上的入学门槛有了进一步提高，比如上海２０１６年开始，“灵活就业证”的要求
从２年提高到３年，居住证的办理条件在缴纳半年社保的基础上，增加了合法居住的条
件；北京各区在 “五证”的审核流程上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赵晗与魏佳羽，２０１６）。
其次，广州、深圳有超过一半的流动儿童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因此尽管公

办学校的入学门槛有所提高，但是广深民办学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策的影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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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列中，比较了广深和除北上以外的其他特大城市，结果显示所有政策后年份的系数
都为负，这表明民办学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流动儿童在城市的入学问题，缓解儿童
留守的问题。
最后，在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比较的结果还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其教

育资源变得更为紧缺导致的，而与人口调控政策无关。为排除这个假设，第 （３）、（４）
列使用安慰剂检验，将样本限制在人口１００万和５００万之间的５８个城市，将人口超过

３００万，或者超过２００万作为政策的分界点区分实验组和控制组，结果显示每一年交互
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在人口低于５００万的城市中，并不存在大城市比小城市儿童
留守概率增加的情况。

表６　不同城市政策力度的差异

实验组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大城市 （１２）

３００万—５００万

大城市 （２５）

２００万—５００万

对照组
其他

特大城市

其他特大城市

（除北京、上海）

其他城市 （４６）

小于３００万

其他城市 （３３）

小于２００万

（１） （２） （３） （４）

实验组×２０１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０．０８６］ ［－０．１６４—－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实验组×２０１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０５２］ ［－０．０５４—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实验组×２０１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０．０６６］ ［－０．０８４—０．０７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实验组×２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７—０．０５２］ ［－０．１５３—－０．０６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实验组×２０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５—０．０４３］ ［－０．２６１—０．１２４］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４）

儿童、家庭、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来源地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政策前对照组因变量均值 ０．３３３　 ０．２８９　 ０．２６６　 ０．２３５

调整Ｒ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７

样本数／城市数 ５９　０００／１１　 ３６　８６１／９　 １１２　３４１／５８　 １１２　３４１／５８

　　注：第 （１）—（２）列括号内报告ｗｉｌｄ　ｂｏｏｓｔｒａｐ　９０％置信区间 （Ｓｔａｔａ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ｂｏｏｔｔｅｓｔ）；第 （３）—（４）列括号

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四）排除父母迁移决策变化的影响

使用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儿童留守概率的分析必须谨慎，因为该数据仅包括当年
在各样本城市居住的流动人口。如果一部分原来在特大城市中比较关心子女教育、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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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与子女分离的流动人口，选择和子女一起离开北上返回老家或者到其他城市生活，也
会导致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比例增加，而其他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留守的比例减
少。在这种情况下特大城市儿童留守比例的增加只是因为成年流动人口的结构变化
所致。
为了排除由于父母迁移决策变化所导致特大城市儿童留守比例增加的可能性，我们

进行了两方面的检验。第一，检验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在２０１４年前后是否在人
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上发生变化。我们从城市层面的样本，检验人口总量的变化。由于城
市年鉴数据中没有直接汇报流动人口的数量，这里分别以市区常住人口、城市常住人
口、市区总户籍人口和城市户籍人口的总量为因变量，检验两组城市在各年的人口变化
趋势。结果显示，特大城市与政策后年份的交互项均不显著，可以初步推断特大城市相
对于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没有显著的变化。３

表７从流动人口结构上，检验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在政策前后的变化。Ｐａｎｅｌ　Ａ使
用全部家庭样本，将因变量分别设置为是否家中有孩子、是否家中有６—１５岁学龄儿
童，系数均不显著。Ｐａｎｅｌ　Ｂ中使用全部成年流动人口个体样本，将三类教育水平 （初
中及以下、高中毕业、高中及以上）和男性作为因变量，四组回归中特大城市与政策后
年份的交互项系数基本都不显著。我们也将样本限制在户主低教育水平家庭和有６—１５
岁孩子的父母样本，结果仍然保持一致，由于篇幅限制没有汇报。总体上，数据没有显
示特大城市中受到政策影响的家庭，如有学龄儿童的，低技能的家庭在流动人口中的比
例有相应减少。

表７　成人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

Ｐａｎｅｌ　Ａ．全部家庭样本

（Ｎ＝３５３　９５７）
Ｐａｎｅｌ　Ｂ．全部成年流动

人口个体 （Ｎ＝６３３　１９９）

　　因变量：
家庭有

孩子

家庭有６—１５

岁孩子

初中及

以下
高中

高中及

以上
男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特大城市×２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特大城市×２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特大城市×２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特大城市×２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特大城市×２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家庭、城市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３ 限于篇幅，未汇报表格，作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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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Ｐａｎｅｌ　Ａ．全部家庭样本

（Ｎ＝３５３　９５７）
Ｐａｎｅｌ　Ｂ．全部成年流动

人口个体 （Ｎ＝６３３　１９９）

　　因变量：
家庭有

孩子

家庭有６—１５

岁孩子

初中及

以下
高中

高中及

以上
男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来源地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第二，为进一步排除由于人口调控政策导致父母从特大城市迁移到其他城市而引起
的偏差，我们分别将样本限制为在流入地城市移民超过１年、２年、３年或４年以上的流
动人口。在移民时间超过４年的样本中，都是在２０１３年以前就已经在目前流入地城市的
流动人口。在４种情况下，特大城市与２０１４年以后的交互项都为正，特别是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的交互项均在５％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并不是由于短期的人口
流动导致的。４

五、结　　论

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 （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比
较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在政策前后的变化。实证研究发现，２０１４年以后特大城市的流动
人口子女留守 （包括独自留守）的概率相对于其他城市都提高了。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分
析，我们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率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特大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门槛
提高导致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率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低技能低收入的家庭和中小学阶
段的儿童。在特大城市内部，入学年龄的儿童相对于非入学年龄儿童留守的概率增加，
而其他城市样本中，入学年龄儿童留守的概率并没有显著上升。此外，本文排除了由于
成人迁移决策的变化而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通过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流入地城市移
民超过一定年限的流动人口，主要结果仍然保持一致。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提高流动
儿童入学门槛，导致儿童留守比例的增加，这有悖于国务院２０１６年 《关于加强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要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的指导思想。
从流入地城市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儿童留守对于城市自身发展是不利的。从上海

流动儿童长期跟踪数据的统计结果来看，在上海就读小学的６５５个流动儿童到了高一阶
段，就读于高一或者留级初三的学生有９５％以上返乡了，但是读职业中学、工作或者失
业的，超过一半已经又回到上海 （陈媛媛，２０１７）。宋映泉等 （２０１７）统计北京打工子
弟学校毕业的流动儿童在高中毕业以后的去向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流动儿童在高中毕
业以后大部分返回北京进入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子女最终将成为其父母流入地城市的
劳动力，是解决流入地城市人口老龄化和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关键群体。考虑到城市的教

４ 限于篇幅，回归表格未列示，作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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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质量更高，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让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不仅可以减少儿
童留守的现象，还能尽早让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中学习现代城市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更
有利于他们在未来融入城市，提高未来城市整体劳动力的素质。即使城市短期内可以通
过提高入学门槛减轻财政负担，但是该政策会影响城市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城市
发展的潜力，最终将损害城市自身的利益。
总而言之，流入地城市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应该解放思想，放开教育资

源，放低入学门槛，增加而不是限制教育的供给。在现阶段，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开放公
办学校，另一方面应该扶持和监管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提高其教学质量，将其作为流
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补充，建立义务教育阶段的开放机制，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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